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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机制：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理路 

李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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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机制是社会科学哲学以及相关经验研究近十年来的最新理路之一。由于这个概念仍处于发展阶段，学 

术界的分歧远多于共识。基于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梳理，我们可以对社会机制进行初步的界定：社会机制是与涵盖 

律相对立的，具有时序性与不同层次的因果解释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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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指出，科学的发展是 

不同流派争夺范式地位的斗争。 [1] 近十年来，作为一 

个具有核心性的基本概念和实证取向， 社会机制(social 
mechanism)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受到了广泛关注，并 

得到多学科社会科学家的应用，甚至被学者描述为一 

场横扫社会科学与哲学界的“机制运动”。 [2] 由于这个 

概念仍处于发展阶段，学术界的分歧远多于共识，本 

文的主旨是通过对相关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介绍与点 

评，提炼出西方学术界就社会机制这一概念的已有共 

识(尽管这些共识本身也具有相对性)，以期得到中文 

学界的回应。 

一、社会机制是一种解释手段 

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是解释现象，而解释由认识 

论(epistemology)和本体论(ontology)组成。前者关注知 

识的来源与形构，后者则考察本体的性质和范畴。作 

为一种解释手段，社会机制试图综摄认识论与本体论 

的优势，而避免滑入极端。在认识论上，社会机制寻 

求发掘社会现象背后可以观测的事实，并构建它们之 

间的联系，同时认识到一个事实或一种结构并不足以 

引致相应社会现象，行动的认知与动机必须得到分 

析。以抗争政治为例，在具有主导地位的政治过程 
(political process)理论看来，对自身状况的不满与悲愤 

感以及对某些社会现象、结构或个人的憎恶感普遍存 

在，但相对而言，人们并不总是诉诸抗争行动。从而， 

集体政治行动的最重要因素是外生的政治机会。政治 

过程理论引领了诸多研究者寻找抗争政治产生、成功 

或失败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这一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其中两项关键 

质疑是：第一，对政治机会的列举只是一种事后的倒 

推，具有循环论证的嫌疑；第二，抗争政治的参与者 

在参与过程中未必能意识到客观机会的存在，而即使 

意识到机会的存在，也可能是错误意识。例如，查尔 

斯∙科兹曼(Charles  Kurzman)对  1979 年伊朗革命的研 

究阐明，伊朗革命之前的客观政治机会并不成熟，但 

参与者并不这么认为，并坚持发动革命且最终取得了 

成功。 [3] 社会机制的研究视角试图调和客观与主管因 

素之间的关系，并拒绝只有政治机会才是可靠的事实 

与知识来源以及抗争政治的动员完全取决于参与者主 

观感受这两种极端观点，而试图理解：①政治机会在 

什么状况下会转化为主观认知；②这种主观认知反过 

来对政治机会有什么作用；③在什么状况下主观认知 

会转化为抗争政治行动；④在什么情况下政治机会结 

构会导致抗争政治的成功，什么时候又导致其失败。 

在本体论上，社会机制认识到个人、整体、形势 

与关系作为研究单位各自的优势，根据研究对象和问 

题进行相应的综摄。以知识分子意识形成为例，方法 

论个人主义考察个人意识的形成如何受到对个人效用 

最大化追求的驱动和制约，并将这一形成过程视为策 

略性选择。整体主义挖掘一个社会独特的历史、文化 

背景对知识分子个人意识的影响。以形势为研究单 

位，我们可以分析知识分子的自我概念如何受到不同 

事件的驱动，以及与他人的社会互动过程对个人观点 

的塑造。对关系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阶级关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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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在知识分子意识形成过程中的角色。社会机 

制视角认识到，上述视角都具有其独有的解释力，但 

其本身都无法提供全面的图景，而我们在解释社会现 

象时，必须对所假定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单位有一个 

清醒的认识。 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 “社 

会分析者经常得出错误的结论，其原因在于：他们往 

往对社会系统这样的本体作出假定，而没有对其本身 

进行探究。” [4](5−6) 

二、社会机制是一种因果机制 

社会机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建立因果联系 
(causality)。除了极少数例外，大部分因果解释是以一 

个(或一串)先发生的事件或事实来解释一个(或一串) 
后发生的事件或事实。 [5](9−10), [6](52), [7], [8](74) 将事件与事 

实加以排列，我们可以梳理出四种因果解释机制：① 

事件—事件，即以一个先发事件解释一个后发事件。 

例如，以《凡尔赛条约》的签订来解释五四运动的爆 

发。② 事实—事件，即以一个先定事实解释一个后发 

事件。例如，以新思想的传播与民族主义的高涨来解 

释五四运动的爆发。③ 事件—事实， 即以一个先发事 

件解释一个后续事实。例如，以五四运动的爆发来解 

释中国共产党的兴起。 ④ 事实—事实，即以一个先定 

事实解释一个后续事实。例如，以中国国民党的腐败 

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也可 

能是非事件或未发生事实， 例如“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 

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或“为什么美国的信教者比率 

没有显著的下降”。 这种问题实际上假定了一个比较对 

象(“科学和工业革命在近代西方社会发生”或“西欧的 

信教者比率有显著的下降”)或正向的决策制定(“大部 

分美国人仍然每周固定去教堂做礼拜”或“大部分美国 

人仍然自我认同为信教者”)，从而可以相应地归于上 

述类别之中。 

三、社会机制与涵盖律相对立 

德国哲学家卡尔∙亨普尔(Carl  Hempel)与保罗∙奥 

本海姆(Paul Oppenheim)提出， 解释的目的在于提供涵 

盖律(covering  law)。 [9−10] 这种观点得到了英国哲学家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进一步阐述， [11] 从而也 

被称为亨普尔—奥本海姆模型 (Hempel­Oppenheim 
model)、波普尔—亨普尔模型(Popper­Hempel  model) 
或演绎—定律模型(deductive­nomological model， 或简 

称为 D­N model)。 

涵盖律解释模式主张，社会科学中的解释是一种 

包含前提(premise)和结论(conclusion)的演绎形式：C1, 
C2, ∙∙∙ Ck； L1, L2, ∙∙∙ Lr； 则 E。 作为“解释项”(explanans)， 
C1, C2, ∙∙∙ Ck 是对先定事件或事实的前提性陈述，又称 
“初始状况”。L1, L2,  ∙∙∙ Lr 是涵盖律，这里涵盖律可以 

只有一项，也可能是一个系列。E 是被解释的结论性 

事件或事实，或称“被解释项”(explanandum)，它是前 

提项的逻辑后果。涵盖律的最简单的例子是以下三段 

论： 如果 a， 则 b(涵盖律)； a(解释项)； 则 b(被解释项)。 

上述三段论的内在逻辑如下：对一个(或一串)事 

件或事实的解释就是从被假定为真实的前提中演绎出 

结果。社会机制概念的出现可以被看成是对涵盖律的 

直接挑战。具体而言，这种挑战表现在四个方面：第 

一，涵盖律的逻辑出发点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本体论， 

将实在化约为事件与经验观察，从而因果关系成为可 

观察事件或事实之间有规律的联系；第二，涵盖律的 

解释只是一种近似于规律性或统计性的关系，而并没 

有指明真正的因果机制；第三；涵盖律式的思维过分 

诉诸于归纳，并直接或间接地假定这种归纳适用于一 

切情况与事件；第四，涵盖律给变化或差异(variation) 
留出了极小的空间。不同于涵盖律，社会机制的目标 

要低调许多，它只试图提炼出特定时间或空间节点内 

的具有相对归纳性的机制；社会机制的因果性具有选 

择性与局部性。 

在政治学中，一个经典问题是经济增长与民主政 

体之间的关系。受到传统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许多学 

者认为，经济增长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直接的正向关 

系。这种涵盖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论质疑与经验挑 

战， [12] 而从社会机制的理路看来，在暗含了因果关系 

的同时，涵盖律并没有真正解释经济增长影响政治制 

度的机制。已有的研究至少提出了四种相关的社会机 

制： ① 经济增长通过灌输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来促进民 

主政治； ② 经济增长通过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 

来促进民主政治； ③ 经济增长通过培养公民社会或中 

间组织来促进民主政治； ④ 经济增长通过改变国家— 
社会关系来促进民主政治。 [13](82−83) 

另一个例子是社会学中的参照群体理论。参照群 

体理论源于社会心理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概化他者”(generalized  other)思想的 

影响，它告诉我们，人们经常评估自己所处的形势， 

并基于一个用来比较的群体形成自己的观点。问题在 

于，这种理论缺乏足够的支撑机制，它未能告诉我们 

人们如何为他人的观点所吸引。以上文的知识分子为 

例，通过参照群体涵盖律的修正，我们可以提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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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意识形成的下列社会机制：①寻求意义与归属感 

是人类本性，而这主要是通过将知识分子自我置于社 

会群体中，并维系这个团体的独特的群体认同而得到 

满足；②知识分子群体通过划分象征性边界来区分自 

我与他者，以此来构建和维系群体认同；③加入某个 

群体的个人选择强化了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而强化 

了的身份认同将赋予知识分子以更强烈的认知与行动 

动机；④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群体基于与其他知识分 

子与群体的参照和比对来界定自己的思想与行动；⑤ 

参照群体包括类似的群体与对立的群体，前者作为正 

向参照群体强化知识分子的自我概念，而后者作为负 

向参照群体有两种可能的后果——在知识分子的自我 

概念尚未成型时对其起弱化作用，在自我概念已经成 

型后起强化作用；⑥知识分子群体与学派的多元化在 

量的方面减少了特定群体的人数，在质的方面却强化 

了特定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认同与自我概念；⑦知识 

分子之间的冲突与论战往往会强化知识分子本已形成 

的思想与意识，并动员和增强成员的团结感。 [14](51−52) 

四、社会机制具有不同的层次 

社会机制所提供的是一个关于另一种(具有“高一 

级”的研究单位的)理论的(具有“低一级”的分析单位的) 
组成性过程的知识。 [15] 换言之，社会机制先将分析对 

象的高阶单元分解，然后分析低阶单元的因果关系， 

最后将这种低阶的多个因果关系合成为高阶的因果关 

系 X→Y。一些社会科学家认为，社会机制的内在逻辑 

要求方法论个人主义， [5, 8] 但更多的学者否认社会机制 

只能适用于个人层面的观点。例如，在对集体行动的 

研究中，许多学者指出，从社会关系到群体身份认同 
(collective  identity)，到参与者身份认同(participation 
identity)，最终到加入集体行动，其中的社会机制涉及 

多个层次。 [16−17] 尤其是在从群体身份认同到参与者身 

份认同的转换中，有三种社会机制在发生作用：短期 

关键事件、内在结构变动以及正式组织的推动。蒂利 

对社会机制的不同层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区分 

了三个层次的社会机制：环境机制 (environmental 
mechanism)、认知机制(cognitive mechanism)以及关系 

机制(relational mechanism)。环境机制是改变社会生活 

与政治过程的外部影响；认知机制是基于个人与群体 

感知的变化；关系机制改变个人、群体与人际网络之 

间的关系与连接。 [4](139), [16](25−26), [18](26−27) 

通过这种概念化，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讨 

论社会机制。例如，杰克∙古德斯通(Jack Goldstone)发 

现，早期欧洲与亚洲的现代农业—官僚国家的解体都 

是由迅猛的人口增长促成的。例如，英格兰的国家解 

体发生在 1640~1642年，而在 1500~1650年间，英格 

兰人口从 200 万增至 500 万，伦敦人口则从 5 万增至 
40万。同时，古德斯通避免了涵盖律的陷阱，没有强 

调人口变动与国家解体之间的线性关系，而是将人口 

增长与弱化了的国家税收能力与财务危机、精英竞争 

与民众的动员联系在一起，提供了一个环境机制的范 

例。 [19] 

关于认知机制，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注意 

到，极端现象往往发生在志同道合者之间产生互动 

时。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桑斯坦提供了一系列 

的认知机制，例如蹩脚认识论(crippled epistemology)、 

群体极化 (group  polarization)、修辞优势 (rhetorical 
advantage)、感情纽带(affective  tie)以及适得其反的更 

正(self­defeating correction)等。以蹩脚认识论为例，这 

种认知机制指出，尽管远非不理性者，思维极端者常 

常不具有充分的信息或知识，而他们脑中所贮存的知 

识往往支持其极端信念，或者他们有选择性地获取支 

持其极端信念的知识，而抛弃有冲突的证据。 [20] 

凯伦∙巴基(Karen  Barkey)对奥斯曼帝国的研究则 

是一个关系机制的应用范例。巴基感兴趣的问题是： 

奥斯曼帝国为什么能够长期延续？不同于传统的历史 

考察，巴基对连接持续变迁的宏观结构片段的组织与 

网络进行了分析，集中考察了纵向与横向的多重社会 

网络关联，以及国家与社会行动者之间短期或长期的 

契约。以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为例，基于对不同社会群 

体的行动与政治领袖的自我中心网络的分析，巴基指 

出，奥斯曼一世之所以能成为一位建立并巩固起近似 

于现代国家的政治结构的领袖，既与他所处的横向关 

系的性质有关，也在于他串联原先互不关联的群体的 

能力。奥斯曼一世串起了许多潜在附属群体的结构洞 
(structural holes)，从而，当他力图巩固自己的地位时， 

他已经有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由互相依赖的群体所 

组成的关系网络。通过中层关系机制，巴基巧妙地回 

答了一个宏观历史问题。 [21] 

五、社会机制具有时序性 

尽管社会科学家从未完全忽略历史学研究， 

并经常征引后者，历史学家对社会生活的时序性 
(temporality)的复杂的、多面性的理解甚少受到社会科 

学家的认真对待。从表面上看，历史在社会科学解释 

中不乏一席之地。以涵盖律解释为例，历史经常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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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范围或范畴的界定(例如，“在中国人发明火药之前， 

战争呈现 X特征”)； 或成为一个抽象的变量(例如， “新 

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然而，社会科学家很少承 

认特定历史事件与历史过程的影响，更不用说对历史 

进行概念上的梳理。 [4](9) 而要对时序性进行分析，就必 

须将历史过程分解为历史事件。简单说来，一个社会 

事件或事实引致了另一个社会事件或事实，前者与后 

者间必定有一个中间过程，而二者是不可能同时发生 

的；这一中间过程永远嵌入于时序中。社会机制的一 

个重要思想是，具有时序性的历史事件有其意义；它 

们在因果解释中的地位不仅应该受到承认，而且应该 

加以进一步的概念化与分析。 

另外，社会科学家普遍倾向于结构性思维。在主 

流社会科学研究中， “结构”被直接或间接地视为给定， 

视为决定了社会行动的坚实的社会事实或隐含的不变 

逻辑。问题在于，这种隐含的社会结构本身随历史时 

序的变化而发生转变甚至变革。换言之，社会结构本 

身有其历史。 [22](14) 就此而言，社会机制可以被看成是 

一种有意识地将时序性引入社会科学研究，并对其加 

以概念化的尝试。 社会机制解释将总体性机制与“局部 

理论”结合起来，从而能够解释初始状况与相邻过程 
(adjacent  processes)如何引致独特的历史轨迹与社会 

结果。 [4](9), [23], [24](422−423) 

小威廉∙苏埃尔(William  Sewell  Jr.)区分了社会科 

学研究的三种时序性概念：目的论时序性(teleological 
temporality)、实验性时序性(experimental  temporality) 
以及事件性时序性(eventful  temporality)。在目的论时 

序性看来，社会生活由超越历史的线性法则所塑造， 

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个经典范例。苏埃尔 

对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 

系(world­systems)框架中的目的论时序性进行了剖析。 

沃勒斯坦的基本解释逻辑是：地方社区的命运并不由 
(至少不主要由)地方事件决定，而是由具有体系性的 

全球转变决定。在苏埃尔看来，一旦我们将在空间和 

时间上具有地方性的事件通过它们在全球整体中的位 

置来解释，我们就落入了目的论时序性的陷阱。沃勒 

斯坦将资本主义后期的发展看成是其“大爆炸”后不可 

避免的轨迹，却没有意识到，与星球不同，人具有评 

估他所身处的社会结构的能力，而人与社会的互动是 

任何初始结构所无法预测的。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对法国、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比较研究表现了 

实验性时序性。 斯考切波将她的三个历史案例视为“自 

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s)，并进行了细致的比较， 

得出社会革命发生的三个必要条件：国家军事落后、 

强大的地主阶级与相对自治的农民社群。然而，这种 

“自然实验”要求她的三个案例具有同一性与独立性。 

换言之，斯考切波必须假定，她所研究的三场社会革 

命具有同一的因果律，且早期的革命与后期的革命无 

关。但这并不符合现实，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阶 

级、阶级关系与政治制度，而这很可能会改变社会革 

命的必要与充分条件；而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也是显而易见。不仅如此，这种比较方法使她无法考 

察不同革命中的不同事件如何影响革命的进程与后 

果。 [22](81−123) 最后， 社会机制所采取的时序性属于事件 

性时序性。后者认识到历史进程与社会生活中的事件 

的重要性与因果解释力。社会机制并不假定不同事件 

之间的因果独立性，而认为它们具有路径依赖性(path 
dependence)。 [25] 事件在部分上通过改变塑造和约束社 

会行动的文化范畴而导致社会变迁，而社会关系中的 

因果律至少在部分上依赖于文化范畴的内容与关系， 

从而，事件具有改变社会因果关系的能力。 [2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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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mechanisms: a new approach in social sciences 

LI Jun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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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mechanisms  are  one  of  the  latest  approach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relevant 
empirical researches during the last decade. As the concept is relatively new, disagreements far outnumber consensuses 
in academia. Based on a survey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s, the author proposes an initial definition: social mechanisms 
are  a  causal  explanatory  approach  that  is  against  covering  laws  and  pays  extra attention  to  temporality  and multiple 
levels of explanation. 
Key Words: social mechanisms; social sciences;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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